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
−一项田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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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驻村帮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机制，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

这一机制的新实践。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极大地改善了驻村的生产、生活

条件。他们还会给驻村带来隐性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比如促进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

的信任等。这些主观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更为重要。文章基于社会资本

理论，选取若干驻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及其相邻的没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分别组成实验组与对照组。

运用调整的信任博弈实验，对比分析了两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普通村民和村支书、第一书记等村干部

的信任水平，量化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主观层面上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书记

驻村帮扶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相对于村支书而言，第一书记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进

一步研究还发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信任与对其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工作的好评呈正向关

系。文章运用经济学实验方法从更深层面评估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回应了

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可构建性的争论。文章还围绕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

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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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为乡村发展增添新动能；另一方面要提升乡村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y），引导群众参

与共建共管。对于前者的推进路径已渐明朗，即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

手，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但是对后者的应对之道，仍是困难重重。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

缘为纽带，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里产生的熟人社会。但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大潮下，农村人

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韩俊，2018），农民“原子化”与乡村权

威缺失现象严重，导致乡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能力明显下降。当下的现实问题是，如何

动员乡村社区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源，形成一种足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动能力。这也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和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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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选派驻村干部和嵌入治理新力量，是应对乡村治理危机的重要制度创新（王亚华等，

2016）。近年来，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了 290 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

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 91.8 万名（习

近平，2020）。他们已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大力开展架桥修路、村庄整治、扶贫救

弱等工作，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些是直观的、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驻村干部还在基层广泛缔结利益纽带、情感纽带和互助纽带，让农村家户联系紧起来、守望相

助兴起来、干群关系亲起来（韩俊，2018）。从社会资本理论来看，这些隐性的、难以察觉的人际间

和干群间的信任，是乡村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的核心要素，会从更深层面影响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鉴于此，本文借助田野实验技术，在山东选取 3 个驻有第一书记的乡村组成实验组，并为它

们各选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同且没有第一书记的相邻村组成对照组，运用调整的信任

博弈实验，测度并对比了两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村民和村干部的信任水平，验证了第一书记驻村

帮扶是否影响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研究发现，相对于对照组的村民而言，

实验组的村民更信任其他村民；尽管村党支部书记（简称“村支书”）为本土干部，而驻村的第一

书记为嵌入乡村的外来力量，但被试村民更信任后者。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村民对第一书记驻村

帮扶工作的积极评价，特别是对其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工作的好评，与他们对第一书记

的信任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本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运用调整的信任博弈实验，测度了村民对其他村民

以及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近年来，以问卷调查获得的自我声称的信任数据常遭诟病，特别是对

公共政策评估，被访对象可能受政策执行者的干预而倾向于选择“正确”答案，从而高估公共政

策的实际效果。而实验方法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机制，获得的信任数据更为可靠。此外，本文调整

了 Berg 等（1995）的信任博弈实验设计，一次实验可测度被试对其他多人的信任水平，这为信任

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简便的新工具。第二，努力讲好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为应对乡村公共

治理困境，中国正在探索重建以农民为主体、嵌入乡村的新治理力量为依托、互助共济的乡风民

俗为支撑的新“乡村共同体”（向征，2016）。为乡村选派第一书记便是其中重要内容，本文紧盯这

一治理实践，定量研究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利于人们更好理解中国

正在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

二、文献综述

“驻村帮扶”制度也称“驻村制”或“包村制”，是指上级政府对行政村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推

动中央相关政策在基层的执行与落实的一种工作机制（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这一制度可追

溯到解放初期的农村“工作队”（欧阳静，2012）。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驻村帮扶制度的最新实

践。驻村第一书记在当地党委政府与派出单位的指导下，抓党建、促脱贫、谋发展。在基层党建

方面，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开展党员教育活动和完善规章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发展特色种

养，开发乡村旅游和培育特色产业；在基础设施方面，架桥修路，兴修水利设施和保障村民饮水

安全；在社会发展方面，建设休闲健身场所，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

第一书记驻村不仅弥补了社区代理人不足问题，丰富了乡村社区人力资本，还带来了派出

单位与上级组织支持乡村建设的各种资源。这些有形的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源固然重要，但本文

更为看重的是，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是否影响了乡村的社会资本。因为乡村社会若缺乏无形的资

产−社会资本作为后盾，社区能力则难以提升。在经典文献中，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个体关系之

中的一种行动资源，包括信任、互惠、相互监督与惩罚等网络特征，可减少人际互动过程中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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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能为公共事务治理和公共品供给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的内涵非常丰富，信任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解释社会资本何以提升社区

能力、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切入点。集体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创造公共品，公共品的非排他性

可能导致的“搭便车”是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而信任常被理解为一种减少不确定性

的特殊社会机制（Luhmann，2017），可以鼓励参与各方即使面临被搭便车的不确定，也愿意以合作

取代风险计算，进而实现最佳结果。社会资本可划分为横向社会资本与纵向社会资本（Islam 等，

2006）。相应地，信任也有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之分（Newton，2018），前者是指人们对周围其他人

的信任，比如人际信任或社会信任，后者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比如权威信任（张婍和

王二平，2010）。增进这两个方面的信任，更好地开发利用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源，可望弥补当前农

村农民“原子化”、乡村权威缺失、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等问题。

因此，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运用经济学实验方法，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是否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信任?二是嵌入的第一书记是否比本地的村支书更能赢得村民的

信任?前者是水平信任，后者是垂直信任。这两个都是有待于实证检验的问题，因为对于它们或

“是”或“非”的答案，均有相应的文献支撑，具体如下。

（一）外在干预能否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如果真如此有效，那么在社会资本匮乏的地区，公共政策能否培育社会资本呢?学

术界称之为社会资本的可构建性（Constructability）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政府

本质上不适合帮助构建社会资本。例如 Bourdieu（1986）提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们长期以来在相

互熟悉和认知的关系中慢慢建立起来的网络，难以形成也难以摧毁。Durkheim（2005）也持相同

的观点，即社会结构需要缓慢变化，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不大可能产生影响。

Putnam（1993）对意大利的研究也不支持社会资本的可构建性，认为政府干预（地方政府体系建

设）不大可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二是认为社会资本是可构建的，并认为强有力的、富有经验

的公共机构和政府单位，在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中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 Skocpol（1996）指出，

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办事机构，从而方便和社区沟通，这些都有益于社会

资本的培育。Rothstein（2005）也认为公平的、审慎的、公正和开放的公共机构可以产生社会资

本。国内学者如刘春荣（2007）等从城市社区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国家介入对邻里社会资本生成

的影响，也支持社会资本可构建的论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哥伦比亚、刚果等）实施的互助组织

（Self-help Gourps）（Deininger 和 Liu，2013；Nguyen 和 Rieger，2017）、社区驱动（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等项目（Wong，2012；Avdeenko 和 Gilligan，2015），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未有定论，

延续着过往的争论。

第一书记在乡村建设中扮演了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对乡村社会资本的积极影响看似可期，

但仍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的支持。舒全峰等（2018）基于 CIRS“百村调查”的实证研究显示，第一

书记能够显著提升村庄就农田水利灌溉问题的集体行动能力。但 Avdeenko 和 Gilligan（2015）在

苏丹的田野实验研究却提醒人们，一些公共项目尽管促进了人们的公共参与，但并非源于社会

资本的提升，而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机构更为开放。Nguyen 和 Rieger（2017）在摩洛哥的田野实

验研究也显示，外在干预提升了人们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可能只是因为降低了公共品供给

的边际成本，而人际间的信任与人的利他偏好等内在特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更糟糕的

是，一些定性评估还表明，由于社区个体一般倾向于主张个人的优先事项，支持社区的外部资源

可能增加了社区成员的竞争，这会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Berrian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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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来干部是否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

公共政策能否推高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热衷跟踪并努力回答的问

题，但尚未形成共识。例如，Michelson 和 Li（2012）考察了中国司法改革对民众信任的影响。他们

基于 2002 年和 2010 年两次独立调查数据，发现民众的司法体验有所改善之后，对当地村级行政

机关的信任感不仅得到了加强，还“上溢”至镇政府、县政府。但有文献指出，民生有时并不一定

换得了民心。例如 Lü（2014）发现中国免除学杂费这一政策，显著提升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但对地方政府的支持未受影响。类似地，孟天广和杨明（2012）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增长的客观绩

效无助于维持民众对县级政府的信任。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是否赢得了村

民信任?

第一书记是否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将以同村的村支书作为参照。这

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第一书记是上级政府派来的，代表着国家治理的一轨；而村支书是乡

村土生土长的干部，代表着基层政治的另一轨。当代表国家政治的第一书记与代表基层政治的

村支书在村庄场域相遇时，两股政治力量以“书记”的共同称号存在乡村社会中（谢小芹，2016），

村民更信任谁呢?理论上也能推演出两种不同结果。政治学文献显示，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呈

“央高地低”的差序格局（李连江，2012），由此可推演出第一书记可能更受村民信任；但在社会学

文献中，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呈“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费孝通，2018），据此可推测，人们对村支

书知根知底，可能更信任他们。针对两种相左的理论预测，现实究竟如何?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推演，本文设有两组对立假设。

假设 1a：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够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假设 1b：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不能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假设 2a：相对于村支书而言，村民更信任驻村第一书记；

假设 2b：相对于驻村第一书记而言，村民更信任村支书。

（三）运用实验方法测度信任有哪些优势

对信任水平的科学测度，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难题。实验经济学兴起之前，一般是运用

“综合社会调查（GSS）”“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等问卷来测度信任水平，将那些认为大多数人

是值得信任的受访者归为高信任一类，那些认为对大多数人应持谨慎态度的受访者归为低信任

一类（简称“GSS 社会信任”）。类似地，学术界也常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测度人们对各级党委政府

等机构或团体的信任。问卷调查方法简单易行，但也受到一些质疑。第一，如 Holm 和 Danielsson

（2005）强调的，人际间的信任会由于“社会距离”的差异而有“厚”“薄”之分，常用的 GSS 问卷测

度的是一般信任，是“薄”的信任。同村的村民、同校的校友，一般比较熟悉，他们之间的信任是厚

的信任。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小范围的“人际信任”一般强于广泛的“社会信任”（Fukuyama，

1995）。在研究社区社会资本时，更有必要给予区分。第二，受访者声称的偏好与真实的偏好是否

一致?学术界仍存争议。特别是在调查村民对驻村帮扶干部的信任时，受访村民可能认为，这将

影响上级对驻村干部的评价以及外部支持资源的多寡，觉得有必要或准备好过度报告。这种过

度报告在公共项目评估中不容忽视（Nguyen 和 Rieger，2017）。

相比而言，以小范围被试为研究对象、基于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信任博弈实验测量信任水

平，具有明显优势，现已成为常用的工具。特别是因为匿名性和虚拟性特征，可以排除地方治理

机构、非正式社会惩罚等对村民行为决策的影响，信任博弈实验已广泛应用于公共项目评估，用

以测度公共项目对实施地区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已经提到的关于世界银行项目

评估的一些文献外，还包括 Fearon 等（2009）、Casey 等（2012）。

汪崇金、杨    亿、谷军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

•  113  •



当然，在乡村组织田野实验还存在诸多挑战。比如村民能否正确理解实验设计与实验过

程?过于复杂的实验设计是否分散了村民对研究问题的关注?为了在尽可能减少工作量的前提下

获取更可靠的实验数据，本文参照 Fischbacher 等（2001）在公共品实验中引入 Selten（1967）策略性

方法的做法，对 Berg 等（1995）的博弈实验做了调整，采用双随机配对方法，在一个信任博弈实验

中同时提取被试村民对其他村民、村支书和第一书记的信任数据。

三、实验设计与组织

（一）实验地的选择

2012 年以来，向乡村派驻第一书记已成为全国各地抓党建、促脱贫的品牌项目，山东省也不

例外。截至 2017 年 8 月，山东省委从省直机关连续选派（简称“省派”）三轮共计 2 714 名第一书

记，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选派 4 万多名第一书记，深入到约 1.8 万个乡村（鲁祖轩，2017）。自

2014 年开始，本文连续四年跟踪调研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先后走访了山东省 12 个县市、

44 个乡村，深入分析了大量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总结和媒体报道（参见图 1）。
 

扶贫救弱
特色种养
村庄整治
文化建设
架桥修路
创业引导
农田水利
班子建设
产业培育
休闲健身
饮水保障
电视网络
党员教育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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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山东省省派第一书记工作内容图谱及其变化

注：本文收集了 1167 篇、计 140 万余字的山东省省派第一书记的个人总结和媒体报道，运用罗宾斯（1997）的 PEST 模型和文本

分析法，分 2012−2014 年和 2015−2017 年两个阶段，将驻村帮扶工作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大类，班子建设、党员教育等

32 个小类，挑选出 569 个能够描述各类帮扶工作的关键词，统计各类关键词词频，形成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内容图谱。限于篇幅，

图中仅呈现了 2015−2017 年词频靠前的 20 小类工作。如需要关键词词典，可邮件索取。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将实验地安排在鲁西南某乡镇。2015 年 2 月，山东某省直单位选

派 3 名干部分别到该乡镇 3 个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展为期两年的抓党建、促脱贫帮包工作。两年

里，第一书记们为驻村新修道路、安装路灯、打钻水井、疏通下水道等，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建设

蔬菜大棚，发展乡村旅游，解决就业难题；争取社会资金，援建当地小学和幼儿园，改善办学条

件。该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选取该地 3 村组成实

验组，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要求，由当地干部分别为这 3 个乡村各推荐一个没有第一

书记的相邻村，组成对照组。

（二）信任博弈实验

本文结合农村的现实条件与研究的实际需要，参照 Fischbacher 等（2001）的做法，将 Berg 等

（1995）的标准信任博弈实验改造为两阶段信任博弈实验。具体而言，参加实验的被试在两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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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阶段，先后扮演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角色，不同的角色需要回答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扮演的是

代理人角色，回答的是黄色信封中的问题。即“假定委托人分给您的钱，经过实验者翻三倍后，分

别为 0、15、30、45、60、75、90 元，对应这 7 种情况，您作为代理人，分别给委托人返还多少钱?”见

图 2 右侧部分。①

 

 

白盒（白色信封）
委托人角色，

分别给

第一书记：x1=5×？

村书记：x2=5×？

普通村名：x3=5×？

x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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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盒（黄色信封）
代理人角色，

将返还

 
图 2    双随机配对示意图

 

被试村民的回答应该是一个序列，本文称为条件性返还额（y）。第一书记、村支书等在内的

所有被试回答完毕后，将答题纸装回黄色信封，并放进黄色盒子里。所有被试第二阶段扮演的是

委托人角色，需要回答白色信封中的问题。即“现在给您 6 张 5 元面值的人民币，您作为委托人，

可以拿出一部分给代理人。代理人可能是第一书记，也可能是村支书，还有可能是由实验者随机

选出的本村的某位村民。针对这三种可能的代理人，请问您分别分给他们多少钱?”见图 2 左侧

部分。这里分配给代理人的钱，限定为 5 的倍数，也是一个序列，即为委托人的投资额（x），分别衡

量了委托人对这三种代理人的信任水平。回答完毕后，将记录有投资额的答题纸装回白色信封，

放进白色盒子里。

这里需要详细介绍的是本文实验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即双随机配对方法。首先随机地从

黄白两个盒子里各拿出一半数量的黄色和白色信封，然后随机地一一配对。②每对黄白两个信封

中的投资额 x 和返还额 y 都是序列数据，计算被试实验所得时究竟使用序列中的哪个数呢?这里

按如下三步来操作。第一步，由于第一书记与村支书的信封事先都被做了记号，实验者能确定黄

色信封是属于第一书记、村支书，还是村民的。第二步，一旦确定了黄色信封属于哪类被试，也就

确定了应该使用与之配对的白色信封中哪个数。假如黄色信封属于第一书记的，那么白色信封

中针对第一书记的投资额（记为 x1）将作为计算博弈双方收入的依据之一。类似地，假如黄色信

封属于村支书（或村民）的，那么白色信封中针对村支书（或其他村民）的投资额 x2（或 x3）将作为

计算依据之一。第三步，根据第二步确定的白色信封中的投资额，回过头来确定黄色信封中的返

还额。假设白色信封中的投资额 x1，不妨设为 20 元，即作为委托人的村民愿意给第一书记分配

4 张面值为 5 元的人民币，共计 20 元。代理人从实验者处得到的将是 60 元，那么在黄色信封中

与 60 元相对应的 y5 将被作为计算博弈双方收入的另一个依据（如上图 2 中灰底色部分所示）。

按照这样的匹配与操作，所有被试回答的 x 与 y 共 10 个数据，都可能成为计算其收入的依据，从

而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机制。

实验说明的设计参照了 Bouma 等（2008）、Gneezy 和 Imas（2017）。实验互动是通过密封的信

封来实现的，其中的信息只有实验者可以看到。由于被试对象为农民，本文参照其他相关实验研

究的做法，利用了大约 2.5 个小时提前解释实验规则，在确认他们真正理解实验规则之后才开展

正式实验。本文实验耗时大约 1 个小时。被试村民平均获得 85 元，超出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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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也有可能是 0，但这种情况下回应者别无选择，只能返还 0 元，因此无需考虑。

② 先后分给每位被试黄色和白色两个信封，这两个信封的编码相同。此时要避免两个编码相同的信封匹配到一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则从黄色或白色盒子中随机地选择另一个信封重新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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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及分析

本文实验安排在 2017 年 3 月至 5 月，正值此轮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两年期满。实验涉及 6 个

乡村 129 名村民，发放并收回问卷 129 份。本文关注村民对第一书记、村支书以及其他村民的信

任水平，因此剔除了 9 位村支书和第一书记的数据，剩下 120 份。

（一）问卷调查结果的说明

实验后的问卷调查获取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身份信息，幸福感、满意度等主观态度，以

及对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的评价。鉴于社会信任有厚薄之分，问卷中除了设有 GSS 信任问题

外，还设置了衡量被试村民对本村其他村民信任程度的问题（简称“本地社会信任”），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英文代码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对照组 全样本

年龄 Age 0=小于或等于 42 岁；1=大于 42 岁 0.483 0.550 0.517 0.502

性别 Gender 0=女性；1=男性； 0.283 0.333 0.308 0.464

政治面貌 Political_status 0=普通群众或其他；1=中共党员 0.067 0.067 0.067 0.250

教育程度 Education
1=没上过学；2=小学毕业；3=初中毕业；4=高中毕业；
5=专科及以上学历 3.050 3.017 3.033 0.978

健康状况 Health_condition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吗?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
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 4.033 3.950 3.992 0.865

幸福感 Happiness
总体来讲，您认为您幸福吗?1=很不幸福；2=不太幸福；
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 3.083 3.100 3.092 0.648

公平感 Most_fair
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1=完全不公平；
2=比较不公平；3=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4=比
较公平；5=完全公平

2.967 3.217 3.092 0.996

家庭经济状况 Financial_situation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1=远低于平
均水平；2=低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
水平

2.733 2.883 2.808 0.652

经济状况变动 Financial_improvement
与三年前相比，您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了吗?1=下降了；
2=差不多；3=上升了 2.483 2.317 2.400 0.653

GSS 社会信任 GSS_trust
您觉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0=还是小心为
好；1=可以信任 0.583 0.733 0.658 0.476

本地社会信任 Trust_villagers
您觉得现在村里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0=还是小心
为好；1=可以信任 0.583 0.350 0.467 0.501

对第一书记工

作的评价
Satisfaction_FS

总体来讲，您觉得本村的第一书记从事的工作是称职
的吗?1=一点都不称职；2=不称职；3=比较称职；4=非常
称职

3.083 3.083 0.829

政治方面 FS_political
目前第一书记在班子建设、党员教育、制度建设、党群
关系等基层党建方面做得好吗?1=很不好；2=不太好；
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3.533 3.533 0.999

经济方面 FS_economic
目前第一书记在特色种养、电子商务、乡村旅游、产业
培育等经济建设方面做得好吗?1=很不好；2=不太好；
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3.550 3.550 1.419

技术方面 FS_tech
目前第一书记在架桥修路、农田水利、饮水保障、电视
网络等基础设施方面做得好吗?1=很不好；2=不太好；
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3.700 3.700 1.046

社会方面 FS_social
目前第一书记在扶贫救弱、村庄整治、文化建设、休闲
健身等社会发展方面做得好吗?1=很不好；2=不太好；
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3.633 3.633 1.377

　　注：已将 Age、Gender、Political_status、Most_trust 和 Trust_villagers 等转换为哑变量。
 
 

整体而言，本文被试村民以女性普通群众为主，平均年龄约 43 岁，文化程度多为初中毕业，

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近三年家庭经济状况略有改善。被试村民身体状况比

较健康，幸福感、公平感较强。实验组的被试村民对第一书记工作的评价也以“比较称职”或“比

较好”为多。需要说明是，本文 GSS 社会信任的均值为 1.342（标准差为 0.476），比 Glaes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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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Gächter 等（2004）中被试对象的社会信任稍高些；与陈叶烽（2010）同以中国被试的调查结

论相比，本文被试更显谨慎，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被试为大学生而本文的是农民。

（二）实验结果统计性描述

在信任博弈实验研究中，一般将委托人分配给代理人的投资额作为衡量前者对后者的信任

水平。在本文的实验中，当 120 名被试村民作为委托人时，愿意分配给代理人的投资额平均为

12.50（标准差为 7.11）。具体到三种不同类型代理人，分配给他们的平均投资额占最大投资额比

例分别为 39.03%、38.20% 和 53.90%。与 Berg 等（1995）、Bouma 等（2008）研究相比，除了给第一书

记的投资额超过半数并略高于他们的比例之外，给村民或村支书的投资额占比均比他们的低，

但高于陈叶烽等（2010）的比例。另外，零投资者的占比与他们的占比相差不大，详见表 2。
 

表 2    本文及相关文献被试的投资额对比情况

文献 被试群体 最大投资额 投资额/最大投资额（%） 零投资者占比（%）

本文

村民对村民

30 元（半天工资）

39.03 8.33

村民对村支书 38.20 8.33

村民对第一书记 53.90 3.33

陈叶烽等（2010） 大学生 20 单位 34.35

Bouma 等（2008） 印度农民 50Rs（一天的工资） 49 13

Barr（2003） 津巴布韦农民 20Zimb（半天工资） 52 9

Berg 等（1995） 美国在校学生 US10（两小时工资） 43 6
 
 

1. 村民之间的信任。由于学术界对人际间信任及其衡量方法的不同认识，本文运用三种方

法从不同角度测度了被试村民对其他村民的信任，详见表 3 列（1）、列（4）和列（5）。
 

表 3    两种方法获得的信任水平对比

乡村
信任实验（投资额） 问卷调查

其他村民（1） 村支书（2） 第一书记（3） 本地社会信任（4） GSS 社会信任（5）

全部 11.71 11.46 16.17 0.47 0.66

实验组 13.25 12.42 16.17 0.58 0.73

A1 13.00 12.75 17.25 0.60 0.65

B1 13.25 11.25 15.25 0.50 0.80

C1 13.5 13.25 16.00 0.65 0.75

对照组 10.17 10.50 0.35 0.58

A2 9.50 10.25 0.35 0.55

B2 9.00 9.75 0.25 0.45

C2 12.00 11.50 0.45 0.75

秩和检验 0.006 0.083 0.011 0.085
 
 

表 3 列（1）是以实验方法测度的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信任，本文称为“实验社会信任”。无论是

分 A、B、C 三组乡村，还是按实验设计汇总来看，实验组村民对其他村民的平均投资额均高于对

照组村民的平均投资额。另外，两组村民对其他村民的投资额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的 P 值为

0.006，可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两个独立样本来自相同总体的原假设，说明两组村民对其

他村民的投资额存在显著差异。表 3 列（4）是两组村民的本地社会信任。无论是分 A、B、C 三组

乡村，还是按实验设计汇总来看，两组村民的本地社会信任也是差异明显，Wilcoxon 秩和检验的

P 值为 0.011，同样给予了进一步的佐证。表 3 列（5）是两组村民 GSS 社会信任。两两对比来看，

汪崇金、杨    亿、谷军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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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村民 GSS 社会信任水平差异不大，甚至大致相当，Wilcoxon 秩和检验结果为 0.085，也不能拒

绝两个独立样本来自相同总体的原假设。

简言之，从信任实验与本地社会信任调查的数据分析可知，相对于对照组而言，实验组村民

之间的社会信任更高些。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1a，即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够促进村民

之间的相互信任。

需要解释的是，表 3 列（5）以 GSS 问卷问题测度的社会信任与上述两个视角的社会信任有

所不同，佐证了 Fukuyama（1995）、Holm 和 Danielsson（2005）提出的小范围的“人际信任”不同于广

泛的“社会信任”的主张。

2. 村民对干部的信任。信任实验还测度了被试对本村的村支书与驻村的第一书记的信任，

详见表 3 列（2）和列（3）。其中表 3 列（2）显示，尽管实验组村民对村支书的平均投资额均高于对

照组的平均投资额，但 Wilcoxon 秩和检验的 P 值为 0.083，只能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

设，说明两组村民对村支书的投资额差异较小。从实验组的列（2）和列（3）对比情况来看，被试村

民对第一书记的投资额均高于对村支书的投资额，而且两者之间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 P 值是

0.005，差异明显。本文在调研中还参照“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逻辑，询问部分被访村

民，“如果我们想留下 1 000 元钱帮助村里做点事，请问交给谁管理为宜?”选项有第一书记和村

支书。整体而言，更多的被试选择第一书记。这与上述实验结论一致。

简言之，实验组村民对村支书的信任水平稍高于对照组村民的信任水平，但差距不明显；同

在实验组，村民对第一书记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对村支书的信任水平，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理

论假设 2a，即：相对于村支书而言，村民更信任驻村的第一书记。

（三）影响机制的计量分析

前文的统计分析已大致呈现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村民对村干部

的信任的积极影响，下面尝试运用计量方法控制一些可能的影响变量，验证上述统计分析结果，

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

1. 对村民之间信任的经济分析

（1）有序模型分析。本文参照 Gächter 等（2004）、Karlan（2005）、Capra 等（2008）、陈叶烽等

（2010）的做法，构建模型（1），分析被试村民在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行为。

Investment2villageri = α0+α1I f_secretaryi+ρControl_Xi+γControl_Zi+εi （1）

其中，If_secretary 是虚拟变量（0 表示对照组，1 表示实验组），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_X
是本文感兴趣的其他控制变量，如 GSS 社会信任（Most_trust）、本地社会信任（Trust_villagers）等；

Control_Z 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等常用的控制变量，结果详见表 4。

从表 4 可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变量 If_secretary 的系数在上述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而且多数模型中的显著性水

平为 1%。这说明在控制了一些可能的变量后，依然可见实验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村民的投资额显

著高于对照组被试村民的投资额。换言之，从信任实验数据来看，实验组村民之间的信任高于对

照组村民之间的信任。从而再次证明了假设 1a。

第二，模型 1−3 和模型 1−4 是在模型 1−2 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变量 GSS 社会信任和本地社

会信任，本地社会信任的显著性水平为 1%，而 GSS 社会信任的仅为 10%。模型 1−5 同时增加了

这两个变量，本地社会信任的显著性水平为 10%，而 GSS 社会信任不再显著。这说明本地社会信

任比 GSS 社会信任更能解释被试村民在信任实验中的投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实验中的被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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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为当地村民，本地社会信任更能解释实验行为。

第三，模型 1−6 至模型 1−8 考虑了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乘项。交乘项的显著性水平不高，在

模型 1−8 中均不显著。但有趣的是交乘项的系数均为负值，说明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 GSS 社会

信任或本地社会信任较高的村民的实验社会信任影响较小，而对 GSS 社会信任或本地社会信任

较高的村民的实验社会信任影响较大。

第四，在所有模型中，党员身份（Political_status）、幸福感（Happiness）、公平感（Most_fair）的系

数显著为正值，说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被试和幸福感、公平感强的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得更

加信任他人。家庭经济状况（Financial_situation）的系数在部分模型中以 10% 的显著水平为正，说

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被试人员也更加信任他人。

 
表 4    村民对其他村民投资额的经济分析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If_secretary
0.501***

（0.195）

0.494***

（0.197）

0.456**

（0.207）

0.405**

（0.207）

0.386*

（0.213）

1.056***

（0.404）

0.836***

（0.339）

1.179***

（0.476）

Most_trust
0.377*

（0.216）

0.303
（0.216）

0.764***

（0.258）

0.577**

（0.266）

Trust_villagers
0.475***

（0.219）

0.414*

（0.218）

0.898***

（0.284）

0.729***

（0.293）

If_secretary × Most_trust
−0.875*

（0.459）

−0.665
（0.453）

If_secretary ×
Trust_villagers

−0.872**

（0.429）

−0.672
（0.423）

Age
0.155

（0.254）

0.154
（0.260）

0.162
（0.252）

0.160
（0.256）

0.122
（0.264）

0.122
（0.265）

0.105
（0.269）

Gender
−0.163
（0.233）

−0.160
（0.235）

−0.229
（0.245）

−0.219
（0.247）

−0.156
（0.238）

−0.205
（0.251）

−0.196
（0.252）

Political_status
1.149***

（0.405）

1.193***

（0.394）

1.168***

（0.381）

1.202***

（0.382）

1.234***

（0.419）

1.176***

（0.391）

1.236***

（0.410）

Education
−0.171
（0.110）

−0.170
（0.113）

−0.161
（0.109）

−0.162
（0.111）

−0.172
（0.116）

−0.144
（0.114）

−0.150
（0.117）

Health_condition
0.047

（0.103）

0.051
（0.105）

0.043
（0.105）

0.046
（0.107）

0.069
（0.103）

0.027
（0.107）

0.048
（0.108）

Financial_situation
0.172*

（0.105）

0.156
（0.102）

0.171*

（0.099）

0.158*

（0.098）

0.158
（0.101）

0.179*

（0.096）

0.166*

（0.094）

Financial_improvement
0.051

（0.147）

0.057
（0.146）

0.030
（0.156）

0.038
（0.154）

0.059
（0.157）

0.070
（0.164）

0.070
（0.168）

Happiness
0.348***

（0.107）

0.310 5***

（0.104）

0.296***

（0.108）

0.273***

（0.107）

0.360***

（0.111）

0.324***

（0.112）

0.335***

（0.116）

Most_fair
0.401***

（0.137）

0.390***

（0.138）

0.334***

（0.132 6）

0.333***

（0.133）

0.387***

（0.133）

0.351***

（0.128）

0.347***

（0.126）

Coun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17 0.140 0.147 0.150 0.155 0.157 0.160 8 0.169 9

Wald chi2（1） 6.60 52.35 57.75 55.06 58.40 66.53 61.28 70.73

Number of obs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注：全部模型皆为 oprobit 排序模型，小括号里的数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Education、

Health_condition 等变量经标准化处理。
 
 

（2）内生性分析。本文选择对照组乡村时，一直强调要与实验组乡村拥有大致相近的经济发

展水平，但选派干部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如果真是如此，实验组村民的社会信任可能本身就

比其他村子的要高些?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为实验组的每位村

民从对照组中找到年龄、性别等特征尽可能相似的村民，组成新的对照组，计算两组村民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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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投资额的平均差值（ATT）及其 T 统计量，详见表 5。①简言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两组村民

在实验中对其他村民的投资额差异较为显著，又一次证明了假设 1a。
 

表 5    PSM 检验结果

ATT T-stat

最邻近匹配（n=2） 2.515* 1.79

卡尺匹配 2.349** 2.05

核匹配 2.362* 1.86

　　注：*、**分别表示 10%、5% 的显著性水平。
 
 

2. 对第一书记信任的经济分析

从上面实验结果的统计性描述来看，被试村民给第一书记的投资额大于给村支书的投资

额，说明驻村的第一书记比本村的村支书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这是整体上的判断，但是本文在

调研中注意到，有些地方的第一书记为乡村招商引资、建厂修路，做了大量工作，部分村民却因

“患不均”而不满。另有某地一位大学生村官，常年驻村，与村民们打成一片。有次得知村民卖瓜

难，急中生智，在自己的朋友圈帮忙卖瓜。村官网络代言卖瓜，如今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

2015 年实属罕见。受助瓜农非常感激，其他村民也交口称赞。这些调研所闻所见，引发本文对第

一书记何以赢得村民信任的思考。

本文参照 PEST 模型（罗宾斯，1997），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

四个方面（详见表 1 的变量描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实验组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在这些方面工

作的满意程度，分析被试对第一书记的信任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分析见表 6。
 

表 6    村民对第一书记的投资额与满意度关系分析

2−1 2−2 2−3 2−4 2−5

Satisfaction_FS 0.833***（0.232）

FS_political 0.179（0.159）

FS_economic 0.785***（0.195）

FS_social 0.727***（0.205）

FS_tech 0.160（0.144）

Pseudo R2 0.252 0.193 0.252 0.247 0.192

Wald chi2（12） 76.05 51.29 76.47 77.82 47.00

Number of obs 60 60 60 60 60

　　注：使用的是排序模型，上述变量均已标准化；小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性标准差，***、**分别表示 1%、5% 的显著性水平；模型还包

括个体特征变量、幸福感和公平感等 9 个解释变量，同时还控制了变量“County”。
 
 

表 6 是以被试村民对第一书记投资额为因变量，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在模

型 2−1 中，对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_F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被试村

民对第一书记工作的整体评价越高，对他们越信任。第二，模型 2−2 至模型 2−5 分别分析了被

试村民对第一书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工作的评价，与他们对第一书记的信任程度

的定量关系。在模型 2−3 和模型 2−4 中，主要解释变量 FS_economic、FS_social 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村民对第一书记在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工作的好评，与其对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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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信任程度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在模型 2−2 和模型 2−5 中，主要解释变量 FS_political、
FS_tech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村民对第一书记在政治与技术两个方面工作的好评，与其

对第一书记的信任程度相关性不明显。

表 6 的结论与作者在调研中的体验是一致的。第一书记能够赢得村民信任，往往不在于他

们给乡村带来了多少支农资源、干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而在于他们为乡村投入了多少

真感情、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小事情”。在一些村民看来，第一书记在乡村架桥修路、兴修水

利，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的技术方面的“大事情”，或许只是在落实上级政府的惠农政策而已，

因此只会感恩于上级政府。相反，他们往往对驻村干部帮助农民发家致富、排忧解难等先进事迹

津津乐道，这些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小事情”，往往是第一书记的“自选”项目，需要投入更多的时

间与精力。

五、启示与讨论

本文的田野实验研究发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不仅促进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还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其中第一书记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努力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如何换得了

民心？驻村帮扶干部定能从中有所启示。推而广之，本文就进一步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驻村帮扶离不开组织资源的支持。以山东为例，财政厅、扶贫办等部门在第一书记入

驻的乡村启动实施财政扶贫开发项目，有力支持实现“五通”“十有”目标。尽管本文实验研究显

示，驻村干部在架桥修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显著地赢得村民的信任，但这

些下乡资源不仅是乡村社区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驻村干部在乡村社会缔结纽带的物质基

础。当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除了鼓励资源下乡，有必要借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充实乡村社区组织资源。

第二，搞对对乡村干部的正向激励。学术界很多研究将官员政治晋升当作地区经济增长、地

方治理水平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政治晋升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乡村，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

不存在的。因为越是基层政府官员，获得的政治晋升机会越小，政治晋升激励往往失灵。乡村社

区代理人不足问题难以避免，这是乡村社会诸多问题难以破题的症结所在。从新一轮驻村帮扶

实践来看，到农村一线工作已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驻村干部将乡村当作干事创业的

舞台，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造福乡里、谋利桑梓的情怀，但政治晋升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不小的正

向激励。这是今后驻村帮扶工作应当坚持的一个维度，同时也要惠及本地优秀的乡村干部。

第三，社会资本是乡村振兴的无形动力。无论是人力资源的嵌入还是组织资源的壮大，如果

没有社会资本支撑的村民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显然难以持续。实际上，人类在长期互

动与演化中，早已形成了与他人合作并关心集体的行为倾向（汪崇金等，2018），熟人社会或半熟

人社会下的村民本身就有社会合作的传统和优势，现实的挑战就是如何重塑互动网络、培育乡

村社会资本，激活嵌在乡村社会网络中支持社会合作的公共资源。我们乐见，第一书记代表上级

政府在基层落实惠民政策，广泛缔结利益纽带、情感纽带、互助纽带。内嵌在各种纽带所形成的

社会网络上的信任、规范、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都是乡村社会资本的内核。这些主

观层面上的态度，对乡村社区能力建设尤为重要，因此理应是驻村帮扶工作绩效考核的维度之一。

但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发现源自局部地区若干乡村的田野实验，是在特定场域、针对特定人

群开展的，实验结论具有特殊适用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一是驻村帮扶

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第一书记个人能力的高低、派出单位帮扶资源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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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宗族文化、权力结构等，都会影响驻村帮扶的绩效。再例如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所取得的成

绩，或许仅是因为“新官上任”，新任的村支书可能也有不俗表现。但本文均未考虑这些可能的

影响因素。二是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分析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

乡村社会资本主观维度的影响，没有分析其对社会资本客观维度，如乡村非正式组织与网络的

社会联结的影响，更没有量化其对乡村经济建设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项田野实验

研究的结论及其含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区能力建设，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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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esident Village Assistance of the First Secretary
Enhance the Social Capital in Village?

A Field Experiment Study

Wang Chongjin1,  Yang Yi1,  Gu Junjia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Wudaokou School of Fi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a total of 255,000 village working teams have been dispatched across the
country，and more than 2.9 million cadres of party &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insti-
tutions above the county level have been selected to serve as first secretaries or village cadres，and there are
currently 918,000 cadres on duty （Xi Jinping，2020）. These cadres have become the “vanguar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due to the activities of carrying out bridges and roads，renovating village and alleviating
poverty. More importantly，these cadres in villages are also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tensively forging ties of
interest，emotion，and cooperation，so that rural households can be connected and help each other，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cadres and groups gets closer （Han Jun，201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
ory，the implicit and imperceptible social trust between people，and the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cadres and
groups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capacity of rural communities，which will affect the re-
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t a deeper level.

In view of this，by using field experiment technology，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villages with the first sec-
retary in Shandong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and selects a neighboring village with roughly the same eco-
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without the first secretary as the control group. It measures and com-
pares the trust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of tested villagers by implementing adjusted trust game experiment，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secretary’s assistance on villag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study finds
that villag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 higher social trust compared with villag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villagers trust the first secretary more compared with the villag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although the vil-
lag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is a local cadre and the first secretary in the village is an external force embedded
in the village. Further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work of the first secretary in the village can significantly en-
hance the social trust of low-trust villagers and villagers’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assistance of the first sec-
retary in the village，especially the praise of the work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trust on the first secreta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
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the first secretary； resident village assistanc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capacity； trust

gam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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